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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新加坡獨立初期左翼華語戲劇如何呈現對在地社會的批判，以

回應現有研究認為新馬左翼文學過於仿效中國左翼思潮，而喪失主體性的觀點。

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發生後，新加坡華語劇團受到其思潮所影響，戲劇內容有

著愈趨左翼色彩的傾向，呈現更多階級意識的演出，演出題材涉及了對資本家的

批判與對底層群眾的關懷。既有研究多數主張此類戲劇內容受到文革所影響，以

致忽略在地社會並成為政治鬥爭工具。然而這些研究多半由戲劇文本或革命話語

去理解其與左翼思潮的關聯，認定其立場激進且背離社會現實，未能理解文本及

話語在特定社會情境中的意涵。因此，本文擬從華語劇團的資料蒐集、創作與演

出內容等過程，分析華語劇團的戲劇活動與演出對於本地社會現況的關注與批

判，以論證該時期華語戲劇儘管具備高度的中國左翼色彩，但依然與新加坡的社

會現實密切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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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ftist practices in locality of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a revolutionary 
thought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Hao-ting Sh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leftist practic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s in the critique of local socie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This 

essay provides a review of the existing relevant studies, which somehow neglected the local 

society of Singapore. Due to the effect of the Great Culture Revolution that happened in China 

in 1966, Chinese language theatrical groups in Singapore were inclined to be more leftist and 

they represented the more struggles of social class consciousness. It also involved the critique of 

the capitalists and the concern for underclass. However, the existing studies claimed that these 

contents lost its subjectivity and became merely the political tools for political struggle, reach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atre and the leftist thoughts through the text 

and revolution discourse, and thus viewed the theatrical groups were radical and deviated from 

social reality. Moreover, they could not realize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the texts and discourses in 

the context of Singapore. Thus,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how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atrical 

group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local societ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dramatic activities. By 

analyzing the data collected and the creation and process of performance, it also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s have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social realities in Singapore despite 

having the strong leftist features.

Keyword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theatre, leftist 
practice, loc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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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66年毛澤東發動中國文化大革命，並致力於向全世界輸出共產意識形態，1新加

坡華語劇團出現愈趨左翼色彩的傾向。例如，1966年10月反對黨社會主義陣線（Barisan 

Sosialis，以下簡稱社陣）聯合左翼文藝團體舉辦「援越抗美遊藝晚會」，晚會手冊即強

調「文娛是革命鬥爭一個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文娛工作必須暴露反動政權的本質，

朝建立社會主義的目標發展」。2在這樣的特徵下，現有研究多數認為該時期華語戲劇受

中國左翼文學所影響而喪失主體性。然而，若觀察該時期華語劇團演出素材蒐集、劇本創

作與演出的整體過程，可發現華語劇團並非全然受到中國文革思潮所影響，而是在此思潮

的啟發下，思索並呈現新加坡的在地問題與現象。本文即企圖透過描述華語劇團整體戲劇

活動，分析其所呈現的在地意識，以回應現有研究的觀點。

在現有新馬左翼文學／戲劇的研究中，文學史家方修的觀點對於該領域有著極大的影

響力，他認為70年代的新加坡華語戲劇受到世界性思潮所影響，劇作中呈現對於現實的不

滿與描繪底層社會生活的困苦。3方修大致勾勒了70年代新加坡華語戲劇的整體樣貌，他

所謂的「世界性思潮」即為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後，毛澤東所主導的向世界輸出革命的

風潮。對此觀點，謝詩堅《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一書關

於同時期華語戲劇的分析中更強化了中國影響的討論：以中國文革時期而言，謝詩堅以新

馬戲劇、詩歌與小說為分析對象，指出這些內容局限在政治統戰與中國革命文學模式，喪

失了文學的獨特性與主體性。4

對於謝的觀點，黃錦樹大致同意其看法，認為謝所提供的文獻證據足以證明新馬文學

系統長期受到中國革命文學所支配，並以該系統的教條作為自身存在的指令。5而在其他

多數新加坡華語戲劇的相關研究中，論點也接近謝的看法，如朱成發認為該時期華語戲劇

有著文革意識形態過度讚揚工人的傾向，與內容過於公式化與概念化的問題。6另外，程

映虹則指出當時左翼文藝過於忽略新加坡獨立後經濟成長的社會現實，而最終失去民眾的

1　 1949年中共建國後，中共的對外政策包含了向世界宣傳毛主義與革命模式；1966年中國文革開始後， 更
對全世界的左翼運動產生極大的影響，包含亞洲、非洲及歐洲等地區。引自程映虹：《毛主義革命：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香港：田園書屋，2008年）。頁63。

2　 資料來源為1966年社會主義陣線所出版的《援越抗美遊藝晚會》。轉引自朱成發：《紅潮：新華左翼文
學的革命潮》（新加坡：玲子傳媒，2004年）。頁102。

3　 方修：〈導言(二)〉，方修主編《戰後新馬文學大系　戲劇集》（北京：華藝出版社，1999年）。頁15-
18。

4　 謝詩堅：《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吉隆坡：韓江學院，2010年）。
5　 黃錦樹：〈製作馬華文學：一個簡短的回顧〉，《第一屆亞太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臺北：臺北大學
中文系，2010年）。

6　朱成發：《紅潮：新華左翼文學的革命潮》。謝詩堅：《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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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而無以為繼。7上述將該時期新加坡華語戲劇定位為全然受中國文革風潮所影響的激

進左翼戲劇，主要原因在於選取的個案與分析對象聚焦於文本所導致。如謝詩堅的專著中

僅選擇了康樂音樂研究會作為新華戲劇的分析個案，特別是內含毛澤東話語的演出，8而

未能比較其餘左翼戲劇演出的差異；再者，這些研究僅關注戲劇文本中的激進話語，以及

其與毛澤東思想的關聯，而得出激進且忽略社會現實的看法。

對於上述研究的論點，韓咏紅與柯思仁的研究則提出了相異的觀點，韓咏紅認為獨立

後華語戲劇儘管有著激進甚至極端的風格，但對於底層人民的關懷與所呈現的要求紀律、

積極樂觀的生活信念，均是極為正向的價值。9而柯思仁以新加坡知名劇作家郭寶崑80年

代以前戲劇作品為例，指出其作品批判了新加坡獨立初期官方發展藍圖，包含大量吸引跨

國資本投資，以及透過強硬手段徵用農地等現象，10呈現了該時期因政府追求發展而產生

的負面現象。然而韓與柯的論證同樣以戲劇文本為主軸，而未能提出更多例證來支撐其論

述。

不能否認，若從獨立後華語戲劇的文本觀之，能看到與毛澤東話語高度相似的描述與

主張，但是若綜合劇情描述、讀者回應與演出特刊等討論，則可看到當時華語劇團在演出

內容背後對於現實社會的關注與批判，而非僅是盲目抄襲階級鬥爭等文革激進話語。換言

之，現有研究多半由戲劇文本或革命話語去理解其與左翼思潮的關聯，而認定立場激進且

背離社會現實，未能理解這些文本及話語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中特定的意涵，無法對戲劇活

動有適切的了解，也因為忽略了戲團從劇本生產、演出與回應的過程與文本的意識形態有

所差異，而產生對於左翼華語戲劇的刻板評價。因此，本文擬從華語劇團從資料收集、創

作與演出內容等過程，分析戲劇活動與演出如何挪用中國左翼思潮，呈現對於本地社會現

況的關注與批判，以論證該時期華語戲劇儘管具備高度的中國左翼色彩，但依然與新加坡

的社會現實有著密切的結合。

以下討論將先說明獨立後華語劇團的左翼化特徵，並陳述華語劇團蒐集資料與創作的

過程，以說明劇作內容得以反映現實的基礎；接下來透過戲劇演出分析內容如何體現當時

的社會現況，包含政府發展政策的負面效應與跨國企業的壓迫。藉由這些討論，以呈現華

語劇團當時有關勞資衝突、階級鬥爭的內容並非全然仿效中國左翼思潮中較為激進的觀點

與訴求而脫離現實，而是華語劇團在左翼思潮階級論與關懷底層的啟發下，更積極地去實

地理解當時新加坡底層人民與勞工階級的困境，發展出為底層發聲的劇碼；最後本文分析

7　 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8　 康樂音樂研究會：《革命文藝晚會特輯》（新加坡：康樂音樂研究會，1969年）。
9　 韓咏紅：《新加坡獨立後的華語戲劇研究（1965-1978）》（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2000年）。
10　 柯思仁：〈另一種理想家園的圖像〉，柯思仁、潘正鐳編《郭寶崑全集第一卷　華文戲劇1：1960/1970
年代》（新加坡：實踐表演藝術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2005年），頁xiii-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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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民眾參與戲劇演出的情況及其回應，從民眾的親身參與及讀者的回應，皆可看到華語

劇團左翼實踐與在地社會之間的密切關係。

本文主要以表演藝術學院（以下簡稱「學院」）與南方藝術團（以下簡稱「藝術

團」）作為討論個案。表演藝術學院於1965年7月1日由郭寶崑與吳麗娟夫婦所創立，1974

年更名為實踐藝術學院。郭與吳均為當代新加坡重要的表演藝術工作者，11學院同時強調

藝術的專業訓練與演出實踐，為該時期最具規模的劇團之一，如1968年報名學院的人數即

多達200人。12隨著學生人數漸多，學院的規模也日漸龐大，許多成員另組劇團，如南方

藝術團即是由學院畢業成員於1972年5月所共同組成。兩劇團70年代以後的演出內容多數

涉及勞資矛盾議題，且蘊含階級鬥爭等意識形態，因此兩劇團足夠作為本文的討論個案。

二、獨立後華語劇團的左翼化特徵

新加坡獨立後華語戲劇的發展，奠基於50年代學生戲劇活動所累積的成果。13有兩個

主要的特徵，其一為有更趨專業化的傾向，其二則為本地創作增多。14由於50年代學生劇

團所培育的戲劇工作者多數成為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各劇團的重要主力，如表演藝術學院

創辦人吳麗娟即活躍於50年代的戲劇活動，因而帶來了演員技巧、舞臺燈光等戲劇演出的

各項技術。15在這樣的情況下，獨立後的華語劇團儘管均屬業餘劇團，但在人員編制、劇

團經營與舞臺演出等面向，皆更趨專業化。1957年6月成立的南洋大學戲劇會，便積極倡

導創作本地作品與從事戲劇研究工作。在南大戲劇會成立前三年的公演活動中，便接連

推出三部由本地劇作家所創作的作品，包括著名劇作家林晨的《火》與《打破鏡子的女

人》，16以區別同時期演出中國經典作品的主流風氣，鼓勵其他劇團一同投入本地創作的

11　 郭寶崑對於新加坡劇場界有著深厚的影響，其創作與導演的作品超過40部。除創作之外，他曾於1990年
開辦電力站藝術之家、2000年設立劇場訓練與研究課程。而吳麗娟則為舞蹈家，她是郭寶崑藝術歷程中
重要的工作夥伴。引自柯思仁：〈郭寶崑的劇場與1980年代新加坡認同的批判性建構〉，《中國現代文
學》第20期（2011年12月），頁71-96。

12　 表演藝術學院：《高加索的母親演出特刊》（新加坡：表演藝術學院，1967年）。
13　 有關50年代華語戲劇的發展可參考詹道玉：《戰後初期的新加坡華文戲劇（1945-1959）》（新加坡：八
方文化，2001年）。

14　 郭寶崑：〈華語劇場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陳鳴鸞編《郭寶崑全集第八卷　訪談》（新加坡：八方文
化創作室，2011年），頁150-151。

15　 以最具影響力的中正戲劇會為例，其於該時期即有能力製作大型演出，有別於當時學生戲劇仍多數在
學校禮堂的演出格局，進而能帶動其餘團體的演出製作能力。如1954年在維多利亞劇院演出曹禺的作品
《家》，參與工作人員達200餘人、演員40人，共演出12天，為當時最具規模的演出。參柯思仁：〈1950
年代的新加坡學生戲劇運動〉，陳仁貴、陳國相、孔莉莎編《情繫五一三：1950年代新加坡華文中學學
生運動與政治變革》（吉隆坡：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11年），頁217。

16　 林晨為新加坡知名劇場工作者，1945年創辦新加坡第一個職業劇團「星洲實驗劇團」，1957-1974年
擔任新加坡藝術劇場編導，曾獲新加坡文化獎章戲劇獎。引自新加坡廣播局戲劇組：《小白船演出特
刊》（新加坡：新加坡廣播局戲劇組，1983年）。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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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並呼籲政府對本地創作給予補助。17獨立後如康樂音樂研究會、表演藝術學院與生

活劇社等劇團便出現越來越多的本地創作，特別是在文革思潮影響下，華語劇團展開深入

底層的「體驗生活」運動，本地創作的風潮更為明顯。

從1960年代末到1976年，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華語戲劇的整體走向更趨左

傾，越來越多的劇團演出訴求階級意識、勞資困境等題材。當時具有左翼傾向的劇團中，

較具規模的團體包含前述康樂音樂研究會、表演藝術學院、南方藝術團、兒童劇社等劇

團，另外諸如藝術劇場、生活劇社、向陽劇社、葵花藝術團與星海藝術研究會等劇團也均

是搬演較為激進的作品。就演出題材來看，涉及了紡織業、造船業、書報業、礦場、膠林

場等各種行業，皆顯示了對資本家的批判、底層群眾的關懷，以及對崇尚物質價值觀的鄙

夷。

從此觀之，獨立後的華語戲劇具備了馬華現實主義文學的特徵，包含反侵略反封建

的基本精神與以勞苦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等內涵。18這些演出內容的藝術表現可看到承襲

了毛澤東所倡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兩結合」的藝術形式，強調戲劇除

表現底層人民生活之外，還必須反映尖銳對立的矛盾、塑造英雄人物的形象。1960年代末

期以後，華語戲劇的演出有著更多文革的影子，諸如「階級鬥爭」、「三突出」、「樣板

戲」等皆是此類藝術模式。20其中，著墨於資本家的壓迫、勞資關係的緊張是常見主題，

如藝術劇場於1974年所推出的《阿添叔》、《第二次奔》，描述礦區、黃梨園工人的困

苦；表演藝術學院於1968年演出關於旅遊業醜態的《喂，醒醒！》；南方藝術團於1975年

演出涉及紡織工廠抗爭的《成長》，皆是類似的題材，均是描繪底層人民困苦，談論階級

鬥爭的作品。而這些關注新加坡本地底層人民的劇作，乃是透過親身參與底層人民工作的

「體驗生活」活動與共同討論的集體創作模式所完成，以下進一步討論。

17　 詹道玉：《戰後初期的新加坡華文戲劇（1945-1959）》。頁61。柯思仁：〈1950年代的新加坡學生戲劇
運動〉。頁221。

18　 方修：《馬華新文學簡史》（吉隆玻：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1986年）。
19　 「兩結合」的藝術形式為1958年毛澤東所提出，該形式也是中國文革時期的文藝思潮主流。引自洪子
誠：《大陸當代文學史》（臺北：秀威資訊，2008年）。頁260。有關新加坡華語戲劇文藝理論的討論，
可見南方藝術團：《成長演出特刊》（新加坡：南方藝術團，1975年）。頁28。

20　 洪子誠：《大陸當代文學史》。頁275-279。『三突出』為中國文革期間的文藝指導理論，最早出自於于
會泳在1968年5月23日在《文匯報》的〈讓文藝界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一文，文章提到：
「我們根據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歸納為「三突出」，作為塑造人物的主要原則，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
正面人物來；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來；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中心人物。」該理論在江青的宣
揚下成為該時期重要的文藝理論。引自李松：《樣板戲的政治美學》（臺北：秀威出版，2013年）。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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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解底層困境—體驗生活與集體創作

（一）體驗生活

60年代以後新加坡戲劇團體開始盛行體驗生活運動。提倡文藝工作者必須「深入生

活，向勞動人民虛心學習」，21才能創造反映底層人民生活的作品。以學院而言，大規模

的體驗生活始於1967年以後，221972年藝術團成立後，持續推動「體驗生活」運動，每年

皆會舉辦數次體驗生活活動。23兩劇團通常以四人為一組前往欲體驗的地點，範圍含括了

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漁村、礦場、工地、膠園及黃梨園等地，透過親身參與勞動去了解底

層社會的生活情形，並在過程中蒐集素材與創作。24透過體驗生活，使新加坡文藝工作者

理解底層人民日常生活的實際情形，如有戲劇工作者提到當他參與了體驗生活之後，才知

道菜農與雞農的日常作息；又如一位參與建築工地的戲劇工作者提到，當他以鐵鎚敲打工

具時，沒多久手掌已傷痕累累，幾乎無法忍受。25在郭寶崑與吳麗娟的口述歷史中，詳細

描述了他們在1970年代馬來西亞關丹漁村生活時的所見所聞，吳麗娟提到：

那個村子裡面絕大部分的成人都有肺癆病，因為他們生活太辛苦，營養不

足。他們的力氣真驚人，每一個早晨吃一個三角形那種糯米餅，放一點椰

糖，一個人吃一塊五分錢，然後就出海。半天到下午才回，沒吃，但是他

們拉網的氣力……我們還以為跟他出去，自以為可以減少他一點勞動，五

個人要跟他拉，連動都不能動，我們放了手，他一個人就拉起來。我們多

麼漏氣。那個重量實在驚人。他們都是到肺癆病後期，知道這個死人的，

他們很主動搬出去，不在家裡睡覺，是在門口睡，免得牽涉到孩子。他的

孩子抱在手，只要能夠就下地跑。26

學院的團員周淑桂也曾提及類似的描述：

21　 創作小組：〈成長創作過程中的幾點體會〉，南方藝術團編《成長演出特刊》（新加坡：南方藝術團，
1975年），頁14。

22　 柯思仁：《戲聚百年：新加坡華文戲劇1913-2013》（新加坡：新加坡國家博物館，2013年）。頁123。
23　 南方藝術團：《南方藝術團十五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南方藝術團，1987年）。頁106。 
24　 柯思仁、陳慧蓮採訪整理：〈口述歷史訪談（一）〉，陳鳴鸞編《郭寶崑全集第八卷　訪談》（新加
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1年），頁217。

25　 黃泥：《南方藝術研究會十五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南方藝術研究會，1987年）。頁106。受訪者楊
先生，1970年代南方藝術團成員。訪問時間：2015年6月24日。訪談地點：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26　 柯思仁、陳慧蓮採訪整理：〈口述歷史訪談（一）〉，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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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漁村，我們還去看老爺爺訓練的猴子爬樹採椰，看人補網，編草席、染

布……，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五歲左右的小女孩，流著鼻水、赤著

腳，握著一把連刀柄都握不住的小刀，在一個角落切魚，準備給媽媽做魚

餅。〔…〕沿途寶崑總是和我們談當天所見所聞。晚上他做筆記寫詞，白

天他開車時，我就在車上寫曲。27

從這兩段描述能夠約略看到，當時華語劇團體驗底層人民的「窮困」情形具體的樣貌為

何，諸如粗劣的飲食、年長者身患重病缺乏治療與幼童必須肩負家計等現象。除親身理解

底層人物的困苦外，體驗生活也讓劇團成員親身目睹在強調能帶來人民富裕生活的經濟政

策下，勞工階級被雇主壓迫的情形，與髒亂且有著危險性的勞動環境與條件。如1975年學

院的《學習匯報演出》中一篇〈小老闆的花樣〉的文章，提到作者在機器工廠中如何被雇

主以各種名義苛扣薪資，以及如何藉由扣押來自馬來西亞的外籍勞工的護照，對勞工提出

各種無理的要求。28又如另一篇〈生活在艙底下〉，則描述在新加坡的美國造船廠惡劣的

勞動環境，文章提到：

每天早上五點半，我就得起身弄飯，晚上回到家最早也要七點，真是「兩

頭不見太陽」。我們的工作是拾廢鐵，削敲鐵鏽、洗機身、抹油、掃地

……等雜工。艙底異常悶熱，烘得我們全身濕透，有時汗流得眼都睜不

開，又不能用手擦，手上和身上都是鐵鏽。艙底空氣汙濁，呼吸很困難，

常要做深呼吸。不到一下，我們的眼睛、鼻子、眉毛……連吐出的痰都有

鐵鏽，一直到家，我吐出的痰還是棕黑色的。29

在筆者的訪談過程中也有受訪者提到類似的情形，如一位南方藝術團成員提到，他曾在造

船廠工作兩週，主要負責搬運清理鐵片與鐵塊，以及合力搬運纜線。依據他的回憶，他原

先是摩托車的銷售員，在轉換工作的空檔中，為響應體驗生活運動，至造船廠應徵搬運

工。對他來說，搬運工的工作較先前加倍辛苦，在兩週的工作中數次想要辭去工作。而在

這樣的經驗中，能夠親身感受到汗水毫無止息流動的感受，以及狹小船艙內那個伴隨著汽

27　 周淑桂：〈一個燃燒的生命〉，陳鳴鸞編《縫製一條記憶的百衲被：郭寶崑的故事》（新加坡：新意元
開展室，2003年）。頁94。

28　 毅：〈小老闆的花樣〉，實踐藝術學院編《學習匯報演出》（新加坡：實踐藝術學院，1975年），頁
27。

29　  山：〈生活在艙底下〉，實踐藝術學院編《學習匯報演出》（新加坡：實踐藝術學院，1975年），頁
28。



沈豪挺　　中國革命思潮影響下新加坡獨立初期華語戲劇在地的左翼實踐 137

油、工具以及勞動的汗水而產生的特殊氣味。30

從以上的描述中，能夠很清楚看到參與體驗生活的團員，如何透過實作更真切了解底

層人民經年累月的生活之情形，也見識到有別於政府文宣與報刊中經常宣傳國家逐漸富裕

的景象。31這些素材皆是劇團成員能夠讓作品更貼近社會的基礎，在劇團成員的集體構思

與討論下，創作出描述勞動階層慘況、為底層發聲的內容。

（二）集體創作

當學院學員親身體驗底層人民生活後，他們會透過共同討論的方式創作劇本，即所

謂集體創作。關於集體創作的模式，源自於新中國成立前的解放區文學，到了1958年「大

躍進」時期後逐漸成為中國文藝生產的主導模式。32當時在一切求快的大躍進風氣下，集

體創作被視為文藝創作「多快好省」的做法，33同時集體創作也意味著「一種和群眾在一

起集體創作的新形式」，34同樣與左翼現實主義中以人民為主體的精神相符。在大躍進初

期，作者之間會透過溝通，化解作品中對事物的分析和理解的差異；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時

期，則完全壓抑了個體的自由與創作的多元化，強化了主流政治話語的權威。35

根據資料，早在1950年代便已有新加坡文藝團體採用集體創作的手段。36在表演藝術

學院裡面，集體創作的方式大致如下：劇團成員在會議中針對主題提出各種現象或事件，

同時舉辦「社會醜態徵文比賽」廣泛收集素材。在彙整資料後由一位執筆人依據團員的意

見撰寫初稿，初稿完成後再透過會議討論進行修改，如此程序反覆二至三次後，才完成演

出的劇本。37學院成立初期所演出的劇本主要由郭寶崑所撰寫，然而在郭寶崑的鼓勵與訓

練下，越來越多的團員嘗試書寫劇本、詩歌，或是編舞，並同時呈現在演出中，使得集體

創作蔚為風潮。38以1969年12月演出的《掙扎》一劇來說，該劇在創作之初，學院便先舉

辦了「繁榮背後」的徵文比賽，學員們依據體驗生活的感想、報刊雜誌的資料，書寫在新

30　 受訪者楊先生，1970年代南方藝術團成員。訪問時間：2015年6月24日。訪談地點：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31　  如1976年人民行動黨所出版的《社會主義的實現—新加坡之道路》，便詳細描述新加坡自1965年以來
的各項經濟成果。引自蒂凡納編：《社會主義的實現—新加坡之道路》（新加坡：聯邦出版社，1976
年）。

32　 「大躍進」為1958-1960年代毛澤東動員了龐大人口，以求解決中國農工業落後的政策，期望中國能夠
超英趕美，邁向現代化。引自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
寫》（臺北：聯經，2012年）。頁173-226。

33　  黃擎：〈「十七年」文學中的集體寫作現象評議〉，吳秀明主編《「十七年」文學歷史評價與人文闡
釋》（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91-295。

34　 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臺北：秀威資訊，2010年）。頁398。
35　 黃擎：〈「十七年」文學中的集體寫作現象評議〉。頁294。
36　 耀光：〈材料、創作、演出〉，《耕耘》創刊號（1954年4月10日），頁21。
37　 編劇小組：〈「喂，醒醒」的創作過程〉，表演藝術學院編《「喂，醒醒！」演出特刊》（新加坡：表
演藝術學院，1968年），頁1-5。

38　 柯思仁、陳慧蓮採訪整理：〈口述歷史訪談（一）〉，頁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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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工業化發展下的負面影響，經過反覆討論後才決定以土地徵收造成農民搬遷的處境為

戲劇主軸。39

整體來說，透過體驗生活與集體創作所完成的劇作，往往更能夠貼近新加坡的社會現

況，深刻呈現新加坡底層社會的困境，以引起更多的共鳴。從劇團組織成員來看，當時成

員涵括了各種職業與階層，其中不乏於建築業、製造業從事工作的成員。如1974年學院的

《學習匯報》演出特刊，一篇名為〈工友是我們的後盾〉一文，即描述了作者在參與布景

製作的過程中，不同行業的勞工朋友是如何給予意見，以求演出能更貼近真實。另外，在

某些演出時，劇團演員往往會為了更清楚表現社會實際的現象，而去從事劇中的工作，如

在《喂，醒醒！》一劇中，女主角高慧碧便為了扮演好劇中伴遊女郎的角色，實地去應徵

該職業。她提到：

為了有進一步的體會，寶崑讓我去應徵面試。當時心理感覺有點害怕，但

覺得很好玩。為了這場假戲真作，寶崑在我身上打了不少預防針，做足了

防範措施，就像害怕感染SARS一樣。我還記得寶崑笑著給我傳授招式：

要打扮一下，穿得時髦一點，對方很可能會問哪些問題，你要怎樣應對等

等。還安排幾個保鏢跟隨我，怕萬一出了狀況，有個照應。整個過程就像

在玩家家酒，但絕對是真的。40

從上述的描述可以看到，當時的劇團成員為了演出能夠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所採取的行

動。若從演出內容來看，《喂，醒醒！》一劇主要描寫年輕女性投入旅遊服務業被物化與

被欺騙的過程，此類情節正反映當時新加坡為發展旅遊產業所衍生的種種負面現象。如在

演出特刊開頭即陳述了此劇所欲批判的現象：「在『自由競爭』的呼聲之中，什麼荒唐古

怪的東西都能發展。在『製造就業』的號召之下，只要能夠生錢，什麼勾當都可以存在，

把一個單純的孩子放進這樣一個社會怎樣？小妹就是其中的一個不難看到的答案。」這樣

的陳述儘管存在著左翼戲劇中概念先行的缺點，但可讓觀眾清楚理解該劇的訴求，也可看

到此劇的主題不是僅局限於去脈絡的階級鬥爭或批判資產階級，而是與當時新加坡發展經

濟的背景有更緊密的接合。此類強調集體創作的作品與翻譯自國外的作品相較，如1967年

學院演出的《黑魂》或12月的《高加索的母親》，41不但題材的選擇上能看出劇團對社會

39　 表演藝術學院：〈「喂，醒醒」的創作過程〉，頁1-5。
40　 沈幗英訪問／記錄：〈生活上是兄長，藝術上是導師—高慧碧談郭寶崑〉，頁87-88。
41　 《黑魂》是美國劇作家Lorraine Hansberry的作品，原名是A Raisin in the Sun，《高加索的母親》是德國
劇作家Bertolt Brecht的作品，原名是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引自柯思仁：〈從《高加索灰闌記》到
《高加索的母親》論郭寶崑對布萊希特劇本的翻譯與改編〉，《第七屆華文戲劇節「華文戲劇的跨文化
對話」學術研討會》（臺北：中華戲劇學會，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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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的諷刺與針砭，而且《喂，醒醒！》等這類直接取材自本土現實的作品往往能引起更

大的共鳴與討論。

四、反映獨立後國家發展政策的負面現象

從體驗生活與集體創作等作為，能夠看到華語劇團如何在左翼思潮的啟發下去理解

底層生活與構思題材。接下來筆者以表演藝術學院於1968年以後的二部劇作《喂，醒醒

！》、《掙扎》為例，說明這些作品如何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這二部作品為該時期相

當具代表性的作品，內容充分呈現當時政府發展的政策，導致人民對於社會變遷產生焦慮

感、價值觀扭曲與尖銳的階級矛盾，並鼓舞底層人民起身反抗。42

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行動黨政府承襲了先天優良的地理位置與殖民時期所創造的生

產條件，如高教育的人口、規畫完善的金融制度，以及與國際資本體系充分結合的出口貿

易，而推行發展優先的經濟政策。主要特徵為鼓勵外國投資與自由競爭，追求快速的經濟

效果並保護資本家利益。43為了吸引國際資本，國家控制勞動成本，限縮了勞工的權益與

福利，並壓縮工會的活動空間。44這些政策的實施，雖大幅增加了外國企業投資的意願，

並帶動新加坡經濟成長，但卻未能嘉惠身處弱勢的底層勞動者。以1968年12月於維多利亞

劇場演出的《喂，醒醒！》為例，該劇即反映了獨立初期的就業困境與發展政策的負面效

果。故事描述甫從高中畢業的盧小妹，因求職不順利而到旅遊輔導社工作，但這類型的公

司為增加收入，暗自鼓勵職員從事伴遊工作。當盧小妹開始工作後，因有工作收入而能稍

微改善家中生活，但家人與好友並不贊同她繼續留在旅遊社。但在物質條件的吸引下，小

妹仍繼續從事伴遊工作，最後遭到旅行社經理欺騙而受到性侵。

這部作品的核心訴求之一，在於反映獨立初期就業情形的困難。1968年1月英國政府

考量國內經濟困境等各種因素，宣布將於三年內逐步撤銷駐紮於新加坡的軍事基地。此一

措施除衝擊到新加坡的國防安全外，亦衝擊了新加坡國內的就業情況，因為英國軍事基

地約占有20%的新加坡國民生產總值，雇用了約2.5萬人，並間接影響數千人的生計。這

項消息引起多數的新加坡人關注，從同年4月的大選中，選舉的討論聚焦在英國撤軍對於

42　 柯思仁：〈另一種理想家園的圖像〉，頁xiii-xxvii。
43　 Chen, Peter S. J.“Singapor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 Model for Rapid Growth.”Singapore: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rends, ed. Peter S.J. Che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5.
44　在1968年8月通過的僱用法令，整合了1955年的勞工法令（Labour ordinance）、1957年的店員僱用法
令（Shop-assistants employment ordinance）及1957年的書記僱用法令（Clerk employment）等三項法令。引
自蔡繼鍔編：《新加坡經濟年鑑》（新加坡：石叻報業機構，1976年）。頁659。舉例來說，如每週勞動
時間從39小時增加到44小時，縮減每年的一般假期、特別休假及病假日數。引自田中慶子著，吳昆宏譯：
《超管理國家—新加坡》（臺北：東初國際，1993年）。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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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缺口的補救之道，45即可看出當時新加坡人對於就業情形的悲觀，而同年12月演出的

《喂，醒醒！》便呈現甫出社會的年輕女性求職過程的困難與迷惘。

除就業情形的反映外，《喂，醒醒！》一劇批判更為強烈的則是政府發展旅遊產業所

帶來的負面後果。1959年新加坡自治後，在行動黨政府的發展政策中，旅遊產業一直是發

展重點之一。1963年國會即通過《旅遊促進局法令》成立旅遊促進局，負責推動新加坡旅

遊發展，並與旅遊社、旅館、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聯繫。46在政府的大力推廣下，旅遊業蓬

勃發展，以外國觀光客數來說，從1965年至1970年，每年人數均成長20%。47如此的成長

速度也意味著，1968年英軍撤軍後，發展旅遊業將是快速補齊就業缺口的方式之一。然而

在快速成長的代價下，卻也因此產生許多負面效應，色情伴遊的盛行即是其一。我們若翻

開當時報紙的徵才廣告，經常可見徵求女導遊員的相關廣告，徵才條件往往是容貌秀麗、

端正、健談且不需經驗。48另外，在當時報紙的社會新聞中，經常看到色情伴遊的新聞，

如1968年12月19日《星洲日報》刊載：「陪遊社重重內幕，少女竟陪客過夜。」同一日的

《明報》也有類似的新聞：「王老五與導遊女郎歡度良宵後，突借蘇打把命送。」49從這

些廣告與新聞來看，約略說明了色情伴遊在新加坡當時盛行的情形，以及所造成的社會問

題。《喂，醒醒！》劇情中盧小妹從事伴遊女郎的工作，即是呈現在政府政策鼓勵與旅遊

業刻意運作下，年輕女性選擇出賣身體的行業，以取得更多收入。50

對於發展政策的質疑與批判，並不僅限於戲劇內容，在當時隨著戲劇公演所發行的演

出特刊，同樣也可看到相關的描述。如1975年學院的《學習匯報演出》中，一篇名為〈我

來到了紡織廠〉的體驗心得，作者詳述了她實地在紡織廠工作的見聞，包含汙濁、悶熱且

缺乏安全措施的工作環境，工友們長年超時工作，即便生病也不得請假的慘況，還有資方

製造工友間的矛盾，以防止工友間相互串聯、抗議。51文章中所描述的紡織工廠，在1970

年代屬於需要大量勞動力的低技術性產業。依據1974年的勞動力調查報告，紡織業勞動力

占全體製造業16%，可見該產業吸納了多數的低技術性勞工。52而低技術性勞工由於缺乏

專業技能，往往是最容被企業主忽略與剝削的群體。

又如另一篇〈晨曲—高爾夫球場旁的兩個小學生〉，描述兩個居住於離島的小朋友

45　 Turnbull, C. M.,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pp. 305-311.
46　 蔡繼鍔編：《新加坡經濟年鑑》。頁597。
47　  蔡繼鍔編：《新加坡經濟年鑑》。頁596。
48　  《南洋商報》，1968年7月5日。
49　 以上兩則新聞轉引自表演藝術學院：《「喂，醒醒！」演出特刊》（新加坡：表演藝術學院，1968
年）。頁1。

50　  柯思仁：〈另一種理想家園的圖像〉，頁xxi。
51　 燕：〈我來到了紡織廠〉，實踐藝術學院編《學習匯報演出》（新加坡：實踐藝術學院，1975年）。
52　 Heyzer, Noeleen.“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An Analysis of the State, Employment, and 

Trade Union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rends, ed. Peter S.J. Che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0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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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討論，由於政府已將離島開發為高爾夫球場，因此他們必須舉家搬遷，無法再維持過

去務農與養殖禽類的生活方式，而他們未來也必須與家人到高爾夫球場工作賺取微薄的薪

資才得以維生。53這篇短文反映了獨立初期政府大量徵收土地所造成的後遺症。1966年行

動黨所制訂的「土地徵收法案」（the Land Acquisition Act），使政府得以依此法令強行

徵收土地。而對於土地被徵收者的補償，依據政府1964年所公告的移居政策，若是農地徵

收，可讓被徵收者選擇不超過2英畝的補償農地及部分補助金，或是全部選擇的補助金；

若是住戶徵收，則以分配租賃組屋作為補償。54這樣的措施對於弱勢的農民往往相當不

利，即便是能取得組屋居住，卻必須捨棄過去的生活方式而被迫接受資本家低廉的勞動工

作。吳麗娟曾提到：

他（政府）又準備把鄉村全部鏟除掉，來搞城市化社會，〔…〕，很多人

因為放棄了幾代人在Kampong（馬來語，鄉村）的生活出來，有些不能適

應，什麼上吊啊、跳樓啊，〔…〕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比較苦難的事情一直

在演，你知道嗎？當政者好像沒有看到這件事情，好像不管這個事情的發

生。因為他不能對這種事情的發生做一種協調、改善，或者是說明，或者

有什麼表態，就是好像讓它這樣發生。55

從吳的談話中可以看到，獨立初期行動黨政府為推行公共建屋計畫所採取的「土地徵收

法」，56造成了當時新加坡人的大規模移動，許多長久居住鄉村甘榜的住民，在政策的驅

使下必須移至陌生的組屋生活，而產生各種生活的不適應。這段談話也顯示對於當時的

華語劇團而言，他們不滿於政府發展計畫中對於弱勢者的處境缺乏更多的考量、協助與照

顧，因而產生為底層發聲的演出與呼籲，此篇關於高爾夫球場興建的描述，即是反映因公

共建屋計畫所產生的負面現象。

53　 列缺：〈晨曲—高爾夫球場旁的兩個小學生〉，實踐藝術學院編《學習匯報演出》（新加坡：實踐藝
術學院，1975年），頁25。

54　 葉韻翠：〈新加坡組屋政策中的國族政治〉，《地理研究》50期（2009年5月），頁5-6。
55　 柯思仁、陳慧蓮採訪整理：〈口述歷史訪談（一）〉，頁246。
56　 1960年2月行動黨政府成立建屋發展局，以針對低收入群體提供低成本的公共住宅。依據統計，1980
年已有67%的新加坡人民取得公共住宅，1985年已達75%。而行動黨政府得以快速取得土地、興建公
共住宅，即是因土地徵收法之故。資料來源：Quah, Jon S. T.“Public Bureaucracy,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ingapore: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rends, ed. Peter S.J. Che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9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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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凸顯跨國企業的制約

前述的討論顯示了獨立初期新加坡的華語戲劇如何與當時社會現象接合，呈現發展

政策的負面效果，這意味著華語戲劇當時較為激進的演出，並非如同過去研究所認為的忽

略社會現實。接下來，筆者將進一步討論華語戲劇對於社會現況的反映，不僅涉及批判勞

動階層的被壓迫與剝削，同時也揭露了發展政策造成新加坡政府與本地企業受制於跨國企

業，而導致底層員工的困境。以原於1969年12月公演的《掙扎》為例，57該劇描述一家農

戶遭資本家收回土地後，農戶的女兒亞瓏為了生活，在原本自己生活的土地為資本家藍經

理建造廠房。造紙廠建成後，亞瓏受到藍經理和工頭老鄭的拉攏，協助公司勸說工友接受

資方扣押工錢再日後加倍補償的不合理條件，以分化工友的力量。然而在造紙廠受到外國

企業惡意併購後，藍經理未能依承諾補償員工薪資，同時，工廠又不慎發生爆炸事件，資

方則逃離工廠，以躲避責任，終使得勞工能齊心向雇主爭取權益。

在這部劇作中，論及了前述土地徵收的問題，也很明顯地批判了企業主對勞工的壓榨

所導致的勞資關係矛盾。58然而故事情節中還有一個面向是反映了新加坡本地工廠受制外

資企業的困境。在該劇第四幕中提到，造紙廠為求生存而訂購大量機器與提供下游廠商諸

多優惠，造成資金周轉問題，也因此向外資企業爭取貸款延長，然而最後外資企業則順勢

將造紙廠惡意併購，取得造紙廠所有權，並取消前企業主對於勞工所積欠的薪資與福利承

諾。從這樣的情節看到，在新加坡獨立初期，企業主對於勞工的剝削，雖必須歸咎於資本

家的貪婪與不仁，但對企業主本身，特別是本地企業而言，為求生存也有著受到外資企業

壓榨的風險，並因此將壓力轉嫁於員工，而這樣的風險即是政府吸引外資所造成的效果，

本土企業與員工皆被迫接受跨國企業提供的不合理條件。

1960年代行動黨政府所推動的經濟發展政策，除應付國內經濟問題外，同時也是以此

向西方國家陣營靠攏，使自身在冷戰格局中被歸類為反共陣線的一員。從新加坡政府在經

濟上與美國關係欲趨緊密，同時也部分仰賴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之情形，59可看到新加坡

在冷戰格局中與西方國家的陣營關係相當密切。然而，為維繫這樣的關係，使得行動黨政

府在處理許多跨國公司與勞工之間的糾紛問題，明顯偏袒資方而忽略勞方權益。如1974年

10月一家美國遊艇廠無預警宣布停工兩週，引起該廠的勞工約兩百人至新興工業工友聯合

57　 《掙扎》原預計於1969年12月演出，但於演出前兩週遭到政府禁演，然而表演藝術學院並未因此放棄，
而是在2週內安排包含詩歌朗誦與短劇的綜合晚會，並於同年12月29日公演。該劇為顯示對政府禁演的抗
議，將晚會名稱取為「掙扎—詩歌、短劇」晚會，以顯示其抗爭姿態。引自柯思仁：《戲聚百年：新
加坡華文戲劇1913-2013》（新加坡：新加坡國家博物館，2013年）。頁125。

58　 柯思仁：〈另一種理想家園的圖像〉，頁xiii-xxvii。
59　 Wardaya Sj, Baskara T. “Global Solidarity against Unilateralism.”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6 (2005), 

pp. 47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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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要求工會協助處理。該工會隸屬於行動黨政府，且當時向工友保證會協助善後，但卻未

積極處理，行動黨政府甚至逮捕對停工提出抗議的新加坡大學學生會成員。60當政府因受

制於跨國企業無力於保護勞工權益時，企業主為求自身利益便選擇犧牲勞動權益。在《掙

扎》劇中的結尾，當外資企業已成為造紙廠的資方，且一概否認先前業主所承諾的薪資福

利，甚至在造紙廠發生鍋爐爆炸意外時，資方選擇一走了事，不擔負任何責任，皆顯示了

如同上述遊艇公司一般，因政府的無所作為而肆無忌憚地漠視勞工權益。

然而跨國企業除帶來經濟發展與勞工權益的損害，同時也造成國族尊嚴受辱的情緒。

在華語劇團體驗生活的過程中，見識到外國資本家的貪婪及剝削，以及對於本地勞工的鄙

夷。如吳麗娟曾提到：

其實當時因為經濟上的關係，新加坡對於外資的討好，尤其是對日本人的

討好，討好到我們覺得有點Xia suey（閩南話，丟臉），我們在自尊上也

覺得很不舒服。也有這樣的問題。而日本人是看到我們需要這個東西，來

這邊有一些日本老板實在壞，那時候很刻薄，很壞，因為我們也有人進去

工廠體驗生活，知道他們那種歧視，那種優越感。61

另外在1975年學院的《學習匯報演出》中摘錄了訪問各行業勞工階級的感想，其中有一篇

提到於造船廠工作的勞工：

我做工常挨打罵，他們根本不把你當人看。有一次，工頭用尖鐵器從我額

頭敲下，結果在醫院縫了十四針。那洋經理也很凶殘，拿石頭摔人，用燒

焊器燒人。我們叫他老虎，一見到他來，就是輪到你休息也要隨便做些工

作，他交代工作，總是亂喊亂叫，誰也聽不懂，聽不懂也要跟，不准問，

誰問誰被打被罵，隨便拿一樣東西就跟著走。62

從以上兩段的敘述來看，華語劇團從戲劇創作到演出的過程中，意識到所謂因發展政策而

來的負面效果，不僅是純粹的資本家為求取利益壓迫勞動者，在許多時候還蘊含著外資企

業、外國人自身的優越與對於新加坡人的歧視，如同描述中提到「日本人看到我們需要這

個東西，而有著那種歧視與優越感」或「他們（洋經理）根本不把你當人看」皆說明了這

60　 蝸牛出版社：〈學生在搞什麼〉，《蝸牛》第6期（1974年12月），頁12。
61　  柯思仁、陳慧蓮採訪整理：〈口述歷史訪談（一）〉，頁245-246。
62　 實踐藝術學院：〈造船工友〉，《學習匯報演出》（新加坡：實踐藝術學院，1975年），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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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現象。換言之，學院當時的戲劇演出，不僅是勞工階級對資本家的抗爭、批判發展政

策對底層人民的剝削，也蘊含著對行動黨政府引入外資政策，以致跨國企業對新加坡國族

尊嚴傷害的反思。

六、左翼華語戲劇的演出迴響

最後我們評估社會大眾對於當時左翼華語戲劇的回應與評價，從這些參與及回應，

能夠看出華語劇團這些與社會現象高度接合的作品受到當時民眾極大的迴響。從演出數據

來看，獨立後至1970年，華語戲劇的演出約為155場，涉及左翼題材的約有70場，占整體

演出場次45%的比例；而1971年至1976年，華語戲劇共演出424場，涉及左翼思潮題材的

共計有381場，占整體演出場次更高達8成以上，可見70年代以後華語戲劇大幅左傾化的情

形，以及演出場次大為增長。63另外，以單場觀眾而言，1975年南方藝術團所演出的《成

長》，描述三名絲襪工廠的女工如何串聯其他工友共同向資方爭取權益，該劇演出場次高

達16場，預估超過1萬人次以上曾觀賞該劇演出；64又如1974年兒童劇社所推出的春雷文

藝晚會，在維多利亞劇院演出15場，接著在國家劇場演出6場，估計約3萬人次以上進場觀

賞。65這些數據皆說明了當時華語戲劇廣受歡迎且具備影響力。

若從演出後觀眾在報刊對於戲劇的評論與回應，同樣也可看到左翼華語戲劇對民眾

所產生的作用，如僅公演3場的《喂，醒醒！》演出後在各大報紙、期刊有近20篇的劇

評，66足見該劇具備一定的影響力，方能造成討論。綜觀這些劇評，涉及了演出技巧、故

事情節等各種面向，部分評論延伸戲劇內容，對於新加坡的現況提出看法，談論戲劇中

值得更進一步深究的社會問題，以及對新加坡發展政策的反思。如一篇署名向新的〈對

「喂，醒醒！」劇本創作的意見〉中，便提到該劇未能對底層人民困苦生活的成因有更多

的討論，以及對於資本家與底層人民間的矛盾應有更多的著墨；而另一篇屠煙所著的〈反

映了怎樣一種現實生活〉，則認為該劇揭露了旅行導遊社這類強調帶給遊客嶄新體驗的新

型企業所隱藏的真實面貌，暴露當時新加坡社會以金錢積累為優先之價值觀所產生的扭

曲。67若從觀劇人次與讀者回應內容來看，可知當時這些描述新加坡底層人民的劇情，確

63　 統計數據依據韓咏紅專著中所附獨立後華語劇團演出列表。參韓咏紅：《新加坡獨立後的華語戲劇研
究（1965-1978）》。頁148-161。

64　  韓咏紅：《新加坡獨立後的華語戲劇研究（1965-1978）》。頁154。
65　 春雷文藝晚會的觀劇人數乃依據韓咏紅與柯思仁的著作所推估。參柯思仁：《戲聚百年：新加坡華文戲
劇1913-2013》。頁120。韓咏紅：《新加坡獨立後的華語戲劇研究（1965-1978）》。頁148-161。

66　  郭寶崑：《喂，醒醒（話劇）》（新加坡：表演藝術出版社，1969年）。
67　  向新：〈對「喂，醒醒！」劇本創作的意見〉，郭寶崑主編《喂，醒醒（話劇）》（新加坡：表演藝
術學員，1969年），頁128-131。屠煙：〈反映了怎樣一種現實生活〉，郭寶崑主編《喂，醒醒（話
劇）》（新加坡：表演藝術學院，1969年），頁1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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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能反映當時新加坡某部分的社會現況，以致吸引為數頗多的觀眾進場觀賞與提出回饋。

七、結論

從以上體驗生活、集體創作與戲劇內容等三個面向的討論，可以看到華語劇團當時如

何在左翼思潮的影響下，去農村、工地等各種工作現場理解底層人民生活的情形，並經由

集體創作的討論，演繹出反映底層人民的作品。而筆者也藉由數個案例的分析，呈現該時

期華語戲團的演出與刊物內含的論述如何與當時的社會現況緊密連結。而從創作到演出整

體的過程來看，華語劇團內容儘管有著左翼思潮的痕跡，但卻是依據他們親身的見聞反映

當時社會某部分的情形。而這些描述與所產生的觀點，呼應與補充了柯思仁所指出，郭寶

崑80年代以前的戲劇作品，呈現了對獨立初期官方發展藍圖的質疑，68且更能夠印證當時

華語戲劇與社會現象的密切關聯性。

這樣的作為有著以下幾種意涵：首先，在1968年行動黨政府透過修改勞動法令等手段

來整頓勞動體制，並收編工會組織，使其轉型或式微後，華語劇場的興起產生了替代工會

運動的作用，從劇團與勞工之間密切的聯繫，以及勞動階層對於戲劇活動積極的參與，都

能看到此現象。簡言之，新加坡華語劇場成為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期為勞工群體發聲

的重要管道，戲劇內容充分揭露了發展政策對勞動階層剝削的現象，同時劇團透過各種演

出廣泛傳遞相關訊息，展現出該時期華語劇團扮演為底層勞工群體發聲的角色。換言之，

華語戲劇充分反映了該時期底層勞動者的處境。而這樣的論點，也有別於現有多數對於

60-70年代左翼戲劇的看法，認為該時期的左翼華語戲劇乃是受到中國左翼思潮影響的激

進文學。

不能否認，當時左翼華語戲劇確實有著朱成發所說，因仿效樣板戲的形式而過於公式

化的傾向，如戲劇中的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都有刻板類型。69然而從前述《喂，醒醒！》

與《掙扎》兩個劇作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其所描述底層勞工被剝削的困境確實是當時新加

坡底層民眾所遭遇的社會處境，而企業主的壓迫與苛刻也是在體驗生活的過程中所經驗的

現象，甚至在《掙扎》一劇中更隱含著企業主的苛刻是因受限於跨國企業的制約而不得不

採取的手段。這些例子皆說明了當時華語戲劇在概念化的戲劇內容中依然與社會現況有著

緊密的接合，而非僅是全然挪用左翼思潮並忽略社會現實。另外，該時期華語劇團為底層

群體的發聲並非如程映虹所論，忽略新加坡經濟成長的社會現實，而是他們選擇了關注經

68　 柯思仁：〈另一種理想家園的圖像〉，頁xiii-xxvii。
69　 郭寶崑：〈華語戲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陳鳴鸞編《郭寶崑全集第八卷　訪談》（新加坡：八方文
化創作室，2011年），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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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的負面效果。從郭寶崑的口述記錄中正巧能回應程映虹的看法：

我還是可以寫這裡頭一些貪汙。你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歷史潮流，70

歷史潮流裡頭的陰暗面在這裡。我想這是個選擇，〔…〕如果當時像王

里這些人，他寫政府的一面，就是一種諒解政府的政策，從政府的角度跟

眼光去看這些東西，71那也是一種寫法，另外一個階級立場的一個看法，

另外一種政治立場的看法，那麼我不能說他錯，因為他是為不同的人說

話。72

從郭寶崑的言論可知，對於當時左傾的華語劇團而言，他們雖然了解新加坡經濟成長

的情況，但同時在體驗生活的過程中也體會到隨之而來的負面效果，因此戲劇演出中涉及

勞資矛盾或是底層困境的情節並非忽略刻意現實，而是選擇呈現另一部分的現實。即便是

這些作品缺乏更高的藝術層次或是有公式化的傾向，但依然展現了某部分因發展所導致的

負面社會面向，反映了該時期的部分社會處境。

70　 郭寶崑所提到的貪汙，從前後文脈絡判斷，應是發展主義政策的陰暗面；而歷史潮流意指新加坡的現代
化發展過程。

71　 王里為60年代新加坡知名的劇作家，當時他所創作的戲劇多數偏向政府的立場，並於行動黨地方支部
演出。如1969年於行動黨直落亞逸支部演出的《過去的年代》，便描述曾於50年代參加學生運動的華校
生，後來反省自身如何被煽動與利用。引自柯思仁：《戲聚百年：新加坡華文戲劇1913-2013》（新加
坡：戲劇盒、新加坡國家博物館，2013年）。頁103-107。

72　 柯思仁、陳慧蓮採訪整理：〈口述歷史訪談（一）〉，頁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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